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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宣慰使司和宣抚使司明代正式成为专门用于治理少数民族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宣慰、宣抚

司是隶于兵部的武职机构,负责各自管辖地区的军民之事,有些也隶属于户部,与各府州相同.从其官员品级

上来看,宣抚司要稍逊于宣慰司;从其数量设置上,宣慰司的数量要少于宣抚司;从其上下级隶属关系上来看,

宣慰、宣抚司在制度与实践中也不是垂直的领导关系.明代宣慰、宣抚司的制度安排,不但不同地区有明显的

特征差别,而且与当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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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慰使和宣抚使自唐代就已经出现了,最初只是代表朝廷到地方解决某些突发问题,或者是完

成特定任务的临时官员.元代在江南、西南、西北设置宣慰司和宣抚司,在西北、西南实行“土流参

用”,也具有土司性质.明代宣慰、宣抚成为土官、土职机构,并且围绕着设官、袭替、官秩、朝贡等,

制定了较为明确的管理制度.

一

明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宣慰司和宣抚司,是在取消元代内地宣慰使、宣抚使的基础上

形成的,进而成为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机构.宣慰、宣抚司设置经常变化,终明之世,“土
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

五”[１]卷４１«地理志序»,p８８１.这是明王朝灭亡前最后的数字,其间或改或废,经历了多次变革.对明王朝先

后设立的宣慰、宣抚司,以布政司为单位进行归纳整理,则可以看出变革的痕迹.

其一,湖广布政司的少数民族数量较少,且多集中在湖广西部地区.明王朝先后设有宣慰司

二,宣抚司四.永顺军民宣慰使司:洪武二年(１３６９)为永顺军民安抚司,六年(１３７３)升为永顺等处

军民宣慰使司,领州三、长官司六,隶湖广都指挥使司;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明初置保靖州军民安

抚司,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升为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领长官司六,隶湖广都指挥使司.施南宣抚司:元
为施南道宣慰司,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归附明王朝,为施南宣慰司,以流官参用;十四年(１３８１)置施州卫

军民指挥使司,十五年(１３８２)置施州宣抚司,永乐二年(１４０４)改为长官司,四年(１４０６)以田添富入

朝之故,仍改为宣抚司,领安抚司四,隶施州卫.散毛宣抚司:元为散毛宣慰司,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归
附,二十二年(１３８９)以其“洞蛮叛服不常”[１]卷３１０«湖广土司传»,p７９８５,革除散毛并入大田军民千户所;永乐二

年(１４０４),以土官之子覃友谅请求招复蛮民设立治所,仍设施南宣抚司,领安抚司二,隶施州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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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宣抚司:洪武五年(１３７２)置长官司,六年(１３７３)升宣抚司,二十七年(１３９４)改为安抚司,不久废;

永乐四年(１４０６)重新设宣抚司,领安抚司二,隶施州卫.容美宣抚司:洪武五年(１３７２)置长官司.

七年(１３７４)升宣慰司,后废;永乐四年(１４０６)复置宣抚司,领长官司五,隶施州卫.

其二,四川布政司境内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而且各据一方.明王朝统治期间先后设有宣慰

司一,宣抚司四.播州宣慰使司:元为播州宣抚司,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归附,六年(１３７３)升为宣慰使

司,领安抚司二、长官司六,十五年(１３８２)改隶贵州都指挥使司,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改为遵义府.

永宁宣抚司:元时为永宁宣抚司,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归附明朝,置永宁军民安抚司,九年(１３７６)升军民

安抚司为永宁宣抚司,领长官司一.酉阳宣抚司:元为酉阳军民宣慰司,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归附明朝,

初置酉阳州,八年(１３７５)改为酉阳宣抚司,领四长官司.石砫宣抚司:宋末置石砫安抚司,元为军民

安抚司,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归附明朝,八年(１３７５)改为石砫宣抚司,隶重庆府.龙州宣抚司:明玉珍置

龙州宣慰司,洪武六年(１３７３)设龙州,宣德七年(１４３２)设立龙州宣抚司,直隶布政司,后因宣抚使薛

兆乾与副使李蕃相攻讦,于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改为龙安府,设流官知府.

其三,云南布政使司各少数民族杂居,因此宣慰、宣抚司的设置数量都比较多,而所谓的“云南

六慰”,不但有较大的自治权,往往也反映朝廷控制能力的盛衰.

缅甸宣慰使司: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命吏部设立缅中宣慰使司,不久被废除;永乐元年(１４０３)

应缅甸头目那塔罗所请,命兵部设缅甸宣慰使司.车里宣慰使司: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归附明王朝,

置车里军民府,十七年(１３８４)改为军民宣慰使司;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分割车里属地,因而将车里一

分为二,设靖安宣慰使司;宣德九年(１４３４),靖安宣慰使请求将两宣慰使司合二为一,于是革除靖安

宣慰使司,以车里、靖安长官同为车里宣慰使.木邦宣慰使司: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平云南,改为木邦

府;永乐二年(１４０４),麓川诉孟养木邦侵其地,因而改为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宣慰使司:洪武二

十一年(１３８８),设八百宣慰司;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将八百宣慰司地一分为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

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孟养军民宣慰使司:洪武初为云远府,明成祖改为孟养

府,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因麓川诉孟养木邦数侵其地,改为军民宣慰使司,以土官刀木旦为使;永乐四年

(１４０６)宣慰使为平缅宣慰使所杀并占其地;十四年(１４１６)重新设立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

宣慰使司: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设.

孟密宣抚司:初为木邦宣慰使司下辖部落,后叛木邦,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设立孟密安抚司,万历

十三年(１５８５)升为宣抚司.南甸宣抚司: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改南甸府;永乐九年(１４１１)隶腾冲千户

所,十二年(１４１４)改为南甸州,隶布政司;后因麓川宣慰司多次侵占其地,正统九年(１４４４)升为宣抚

司.干崖宣抚司:初为麓川平缅宣慰司属地,永乐元年(１４０３)从宣慰司分离设干崖长官司,直隶云

南都司,后改隶布政司;正统九年(１４４４)升干崖为宣抚司.陇川宣抚司: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置平缅

宣慰使司,十七年(１３８４)改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不久以麓川与平缅连境,使平缅宣慰使司兼统麓

川,改为麓川军民宣慰使司;正统六年(１４４１)废宣慰使司,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设陇川宣抚司.

云南土司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各处土酋皆姻娅”[２]卷９«云南百夷»,p３２７,姻亲及宗族关系交错其中,争
夺继承权的内部宗族之争,往往会牵涉众多的土司参与其中,因此经常相互征伐.出于实际控制能

力的考虑,明王朝在处置上也不适当,如“六宣慰司,曰车里、曰木邦、曰缅甸、曰麓川平缅、曰八百大

甸、曰老挝,视他宣慰加重”[３]卷４«六慰»,p９３１.对他们的惩治过严会导致叛变,惩治过轻又起不到应有的

惩戒效果;对靠近内陆的云南土司,又很难理清其中的是非关系,因而做出的决断难免会有失公允

而招致土司怨恨,被迫实行的改土归流,其政治效果也不太明显.

其四,贵州布政使司于永乐年间才开始设置,但是其境内贵州宣慰司在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已经设

立.思州宣抚司和思南道宣慰使司,洪武初属湖广布政司,后因思州、思南相互仇杀,于永乐十一年

(１４１３)将其地分为八府四州,设立贵州布政司.其境内仅有贵州宣慰司,多设土府州县、巡检司等



文职官吏.

贵州宣慰司: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归附明王朝,以水西安氏实力最为强大,明王朝对安氏土司极尽

安抚,太 祖 于 «平 滇 诏 书 »言:“霭 翠 (贵 州 宣 慰 使 )辈 不 尽 服 之,虽 有 云 南,亦 能 守

也”[４]卷１４１,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甲午条 .水西宣慰使霭翠之妻奢氏,即著名的奢香夫人承袭宣慰一职之后,贵州

都督马晔对贵州土司大加迫害,试图改为流官政权,奢香夫人面见朱元璋,承诺“子孙世世相安无

事”为明王朝效力.朱元璋为此将都督马晔召回京城治罪,换得贵州宣慰司对明王朝的忠诚,也树

立了王朝的权威.

其五,西番即吐蕃地区,元时在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洪武初,遣人招谕,又令各族举旧

有官职者至京,授以国师及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俾因俗以治.自是番僧有封灌顶国师

及赞善、阐化等王,大乘大宝法王者,俱给印诰,传以为信.因设宣慰使司三:朵甘宣慰使司,董卜韩

胡宣慰使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

明代宣慰、宣抚司的分布和设置虽然有所不同,但宣慰司无论是级别及管辖地域,都大于宣抚

司.在自治权方面,云南六慰及西番三慰最为独立,所采取的是羁縻政策,因此管理和控制比较宽

松.在“众建以分其势”的理念下,调整宣慰、宣抚司的设置;在“改土归流”的情况下,省并宣慰、宣
抚司,都是根据当时形势做出的改变.

二

明代宣慰、宣抚司官员设置:“各宣慰使司:正官,宣慰使一员,同知一员,副使一员,佥事一员;

首领官,经历一员,都事一员.各宣抚司:正官,宣抚使一员,同知一员,副使一员,佥事一员;首领

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５]卷４«吏部三»,p２３.兵部规定土官额数及品级:“宣慰使司:宣慰使一员,从三

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副使一员,从四品;佥事一员,正五品.宣抚司:宣抚一员,从四品;同知一员,

正五品;副使一员,从五品;佥事一员,正六品”[５]卷１１７«兵部一»,p６１３.显然,明代宣慰、宣抚司官职的设置,

是在参照朝廷文官及武官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形成的.

宣慰、宣抚使为长官,负责该地军民之事;同知、副使、佥事为佐贰官,也就是副职;经历、都事、

知事为首领官,也就是主管衙门文案事宜.由长官、佐贰官、首领官所构成宣慰、宣抚司衙门管理序

列,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能.明代宣慰、宣抚使虽然明确为土官之职,但朝廷要任命佐贰官协助管理,

也就是说同知、副使、佥事等,有相当一部分是朝廷任命的流官.首领官的经历负责管理出纳文移,

即文书的办理,知事佐之;都事则主要负责收发文书、稽查纠失和监印等事务;这些首领官也是土流

参用.正因为如此,宣慰、宣抚司的长官都是少数民族首领,一般归兵部管理承袭任命之事,而佐贰

官、首领官则是文职官序列,要由吏部选用.由于是土官衙门,即便是佐贰官、首领官是文职官序

列,也要会同兵部共同选用,这是土官衙门管理的特色.

此外,明王朝在宣慰、宣抚司内也如内地一样,设置教职.“土官以文职居任,与流官同称者,自
知府以下俱有之.惟教职必用朝迁除授,盖以文学非守令比也”.这些教职由朝廷选用,在文化交

融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一般都不选该民族的人充当.“惟宣德间,有选贡李源,为四川永宁宣抚司

人,入监,宣抚苏奏:本司生员俱土獠朝家,所授言语不通.乞如云南鹤庆府事例,授源教职.上允

之,命源为本司训导.盖是时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３]卷４«土教官»,p９３３.当然,少数民族出于抵制汉

文化,土司也常常“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识字,犯者罪至族”.沈德符“因思各宣慰司亦有设学者,何
不仿以遍行,使袭冠带称儒生,或少革其犷戾”[３]卷３０«樊哙祠»,p７６４.这原本是从教化方面的考虑,也是各

民族是否拥护朝廷的具体表现.如万历时,湖广永顺宣慰使彭元锦,最初禁止土家族读书,在朝廷

安抚之下,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设立“若云书院”,不但对朝廷派来的教职恩遇有加,还延聘一些学

者入书院教书,对提高本民族文化素质大有裨益.



与元代相比,宣慰、宣抚司的机构设置更加明朗化,不再加什么元帅、将军、管理兵马等名衔.

元代宣慰、宣抚司长官是土流参用,以流官为主,明代则明确为土职、土官,但在佐贰官、首领官、教
职序列采取土流参用,而且在实际政务运作过程中,流官发挥主导作用.从名分上讲,佐贰官、首领

官必须听命于长官,但朱元璋最初制度设计是以正佐相互监督制为基础的,要“待首领官若今之参

谋”[６].按照政务流程,长官将应办的政务与佐贰官、首领官等商议妥当,再由首领官、佐贰官、长官

的顺序逐次签字,最后下发执行,政务流程才算完成.按照这种流程,佐贰官、首领官在土官衙门所

发挥的作用,就不能够小觑,此前研究土官或土司制度者对此多有忽略.这些流官作为朝廷派遣官

员,是明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因而各宣慰、宣抚长官并不敢轻视.另外,各宣慰、宣抚长官

多为少数民族头目或酋长,并不通晓汉语和汉字,这些朝廷派来的流官自然而然就担任了执笔文书

的职能,随时将这些土官的一举一动上报给朝廷,实际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监视作用.

宣慰、宣抚等司长官是少数民族首领,其职位是世袭的,主要依靠对其所辖地区征收租税为生.

但是作为朝廷命官,仍然享受朝廷规定的俸禄.按照朱元璋勒定的制度:宣慰使禄月米２６石(一石

约为今天的６０公斤),宣慰司同知禄月米２４石;宣慰司副使禄月米２１石,宣慰司佥事禄月米１６
石,宣慰司经历禄月米７石,宣慰司都事禄月米６．５石.宣抚使禄月米２１石,宣抚司同知禄月米１６
石,宣抚司副使禄月米１４石,宣抚司佥事禄月米１０石,宣抚司经历禄月米６石,宣抚司知事禄月米

５．５石[４]卷２２２,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是月条 .由朝廷发放禄米,则是将宣慰、宣抚司纳入朝廷的管理序列,必须接

受监督.

明代宣慰、宣抚司的制度构建,看上去只是与流官不同,管理方式也有区别,但其中的寓意却是

很深 刻 的. 正 如 朱 元 璋 所 讲:“蛮 夷 之 人,其 性 无 常,不 可 以 中 国 治 之,但 羁 縻 之 足

矣”[４]卷２３０,洪武二十六年冬十月庚戌条 .在 他 看 来,“蛮 夷 向 化,其 心 固 善,怀 柔 之 道,要 不 失 其 本 性

耳”[４]卷２３３,洪武二十七年七月乙卯条 .在恩威并济的前提下,“如各夷自作不靖,仇杀地方,在两广则行鹏剿之

法,云贵则行挟抚之法,但各使夷息争安业,则已果属结党构乱政,劫城池狱库,杀虏人众,方许请兵

大征”[７]卷１６９,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条 .其实这种恩威并济在宣慰、宣抚司的制度构建中已经体现出来,总的

原则是维护地方稳定.

宣慰、宣抚司作为明代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制度,两者的相同之处,就在于虽然不同于内地

主流地区的基本制度,但是二者仍然不能脱离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管理模式.明王朝基于社会因

素的特殊性,在制度上做出的特殊设计,就是因俗而治,任用土官,“以夷制夷”.在这种制度设计之

下,宣慰、宣抚司作为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对各自的领地拥有较大的权限,在行政事务上对各自所

在的布政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负责;在军事事务上,宣慰、宣抚司都拥有训练有素的土兵,除了负责保

护本土安全之外,还能够听从朝廷的调遣,外出进行作战.

宣慰、宣抚,仅一字之差,这个差别,可以从名称、隶属关系、地理分布特点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从字义来看.“慰”有安慰、慰抚、定居、止息、问、愤怒、郁闷、宽厚、通“蔚”等８种意思[８];
“抚”有抚摩、用手按住、拍、轻击、拨弹、弹奏、握持、据有、占有、依凭、顺应、依循、拾、收敛、存恤、抚
育、爱护、治理、抵临、巡、古代官名、抵补、弥补、通“幠”、掩、覆;也读为“mo”,有仿效、临摹的意

思[９].从字义上看,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慰”的强制因素少,因为是用心;“抚”则有一定的强

制因素,因为是用手.一个用心,一个用手,明确了两个职官的不同.

其次,从隶属关系来看.宣慰司既是布政司下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也是都指挥使司下与卫大致

相当的一级地方军政机构,大致相当于府或卫,但是从其官员品级来看,宣慰使为从三品,而府最高

长官知府则为正四品,卫指挥是正三品,也就是说,品级高于知府,低于卫指挥;宣抚司为府下一级

地方行政机构,有些也是指挥使下与所大致相当的一级地方军政机构,大致相当于州,而高于所,宣
抚使为从四品,而州最高长官知州则为从五品,所千户为正五品.元代宣慰、宣抚司参用土人为官,



其级别没有什么意义,而明代宣慰、宣抚司正式成为了设立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机构,其级别的

意义就重大了.有意提高土官的品级,显示出朝廷善待土官的意图,是示之以恩,而加强对他们的

管理,则示之以威,这是恩威并济政策的体现.

再次,从宣慰、宣抚司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来看:宣慰司品级要高于宣抚司,但是二者不是垂直的

上下级领导关系.宣慰、宣抚司在行政方面,都直接隶属于该地最高行政机构———布政使司,而宣

慰、宣抚司之间互不统属;在军事方面,宣慰使司直接接受该地最高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或行

都指挥使司的管辖,而宣抚司则隶属于都指挥使司下一级军事机构———卫,是间接受都司的领导.

由此可以看出,宣慰司较宣抚司有更大的军事自主权力,受到的钳制也少;而宣抚司在卫的管制下,

其军事自主权力少,受到的钳制则多.

最后,从宣慰、宣抚司的地理分布特点来看,宣慰司多设置于实力较为强大的土司,或者是较为

偏远的地区;宣抚司多设置于实力较为薄弱的土司,或者是明王朝易于控制的内地地区.从这一点

也可以看出,明王朝与宣慰、宣抚司的关系,以及对待不同土司的不同策略.明王朝往往在控制力

较弱的地区设置宣慰司以拉拢安抚之,而在控制力较强的地区多设置宣抚司以钳制管理之.宣慰、

宣抚司的设置不同,也反映了明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力对比.宣慰司的实力相对较强,明王朝

对其控制力也要弱一些,因此在双方进行博弈的时候,往往视各自的实力而转移,实力弱则控制不

断加强,实力强则控制不断减弱.宣抚司的实力相对较弱,所控制的区域也小,比较容易控制,改
置、分设则没有什么阻力.

三

明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宣抚等土司机构,并且任用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或者酋长为最

高长官,主要理念就是恩威并济,具体实施过程中则是“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应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因少数民族“蛮性未驯”,而流官又“不谙其俗”,故任用土

酋为官,以确保对土民的治理,维护边境的稳定;其二是利用和周旋于少数民族各部落之间的复杂

关系和矛盾斗争,不断削弱土司的实力,以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确保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

治地位.这种“以夷制夷”的治理策略,尊重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土人土治,实际上是一种因俗而

治.这种因俗而治的制度设计,不同于以往的羁縻制度,其目的除了保证朝廷所希望的“相安无事”

之外,还要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高度中央集权体系的监管之下,建立一种能够由朝廷控制的因俗

而治制度.

首先,流官参治.土流并治在元代时就已经是少数民族治理的常态,但对土官参治没有固定的

限制,小到县级政权,大到行省,都可以任用少数民族为官,甚至可以担任行省的平章政事、左右丞

等高级职官.明代对土官的级别做了明确的限制,不得担任该地区最高级行政及军事长官.在少

数民族地区专门建立土府州县、土司和卫所等机构,由土官担任长官.在这些土官机构中,明王朝

往往会安置流官为辅佐,其名义是佐贰官或首领官.这些佐贰官或首领官虽然品级低下,其职能也

仅限于管理土司内部事务,主要掌管文书,或者是负责礼仪教化,但宣慰、宣抚各土司并不敢轻视

之,特别是“云贵土官各随流官行礼,禀受法令”[１０]卷５«西南诸省»,p１１４.一方面,宣慰、宣抚等司长官崇尚

儒教,对这些深谙儒家文化的流官自然奉若神明,而教职主管教育当地酋长与首领的子弟,起到移

风易俗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流官为朝廷命官,虽无实权,但也是朝廷委派官员,代表朝廷监视地

方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中央汇报宣慰、宣抚司的行踪,对他们的行为也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其次,行省兼管.明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行省制度,建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

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负责地方的行政、军事和监察职能.“明初制定的疆土管理体制分为两大系

统,一是属于行政系统的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



构成;二是属于军事管理系统的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下的

卫)———卫(直隶都指挥使司下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构成”[１１].明代中叶以后,三司之外又设

总督、巡抚,凌驾于三司之上.巡抚负责一省的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监察等事务.总督则负责调

度兵马,也兼理粮饷,对都指挥使司以下的军事机构有一定的军法处置权.明王朝从行政、军事、监
管三方面对行省权力进行了分割,又设督抚加以严格监管,形成了督抚三司制的地方管理模式,而
少数民族地区也在这种层层监管体系之内.宣慰、宣抚司作为明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自治

机构,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其行政、军事和司法又处于该地区三司及后来督抚、镇守总兵的严格监

管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土司的有效管理.
再次,朝廷管制.土司制度乃是明王朝与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或酋长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迫于

明王朝大兵压境的形势,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归附.身为少数民族首领,为了不受战火侵扰,接受了

明王朝的统治.明王朝则通过恩赐,在笼络少数民族首领的同时,力图实现有效管理,以求地区的

稳定,乃是双赢的策略.基于治理,赋予土司一些权利,但也明确他们的义务,因此从品级到禄米,
从朝贡到参与地方事务,都必须接受朝廷管制.

此外,宣慰、宣抚司长官的袭替必须要经过朝廷的任命,虽然这种任命大多数只是形式上的,并
不能改变宣慰、宣抚长官的人选,但是朝廷的认可则决定了宣慰、宣抚等司官员是否具有“合法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朝廷在土司地区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体现.宣慰、宣抚司官员的袭替,必须符合朝

廷规定的继承顺序,通过兵变或者入侵而获取首领者,并不能获得朝廷的认可,在朝廷或者都指挥

使司的调节下,不但要除去首领之名,还要归还侵占的土地.如永乐年间,缅甸宣慰使那罗塔,趁孟

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互争斗,袭击并杀害刀木旦及其长子,占领孟养宣慰司的领地.明王朝下

旨命张洪等人谴责之,“那罗塔惧,归其境土,而遣人诣阙谢罪”[１]卷３１５«云南土司传三»,p８１３０.嘉靖年间,因云

南地区各土司之间屡次杀戮,继而朝廷规定:“凡土官终身之日,子孙告替赴部者,若查册内有借仇

杀者,即行停袭”[２]卷９«云南百夷»,p３３９.因此这种朝廷任命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宣慰、宣抚司官员

的行为.
还有,宣慰、宣抚等司要随时服从朝廷征调,定期对朝廷进行朝觐纳贡.宣慰、宣抚等司带领的

土兵要听从朝廷的调拨.如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四月,倭寇进犯“江北淮、扬诸处”,其中“三丈浦倭

贼分略常熟、江阴村镇,兵备任环督保靖土兵及知县王秩统兵三千攻其巢,破之”[１２]卷５５«沿海倭乱»,p８５３.
宣慰、宣抚等司的土兵要受到朝廷的节制,虽不在朝廷正规军备之列,但是特殊情况下,朝廷可以调

发,而一些宣慰、宣抚也时常主动请缨以表忠诚.如天启元年(１６２１),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及其子奢

寅反叛,杀巡抚据重庆,石砫宣抚使秦良玉主动派土兵支援明军,“官军与平茶、酉阳、石砫三土司合

围重庆”[１]卷３１２«四川土司传二»,p８０５５,最终奢崇明兵败逃走,收复重庆.除了服从朝廷征调,还要定期向朝廷

纳贡觐见,不仅要向明廷进贡一定数量的马匹、粮食、茶叶、金银器等,还要遵守明廷制定的觐见礼

仪,不得越制.未能如期、如数朝贡者,要受到惩罚.由于西南西北土地贫瘠,又常年动乱,粮食经

常不能定期交付,而且路途遥远,又多险阻,所贡马匹还未到达京城,多已大半病死于途中,也常常

成为土司们的沉重负担.
总之,宣慰、宣抚司的设置,是明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制度,任用土官,因俗而

治,授予土官以很大的权力,有一定的民族自治色彩.宣慰、宣抚司也是明王朝高度集权的产物,在
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系中,与其他行政区划一样,也受到层层制约,因此宣慰、宣抚司在实际上仅是明

王朝的特别行政区划,虽然实行特别管理,但不是独立的政权.可以说宣慰、宣抚司的设置是因俗

而治,可以引申为民族自治,但不能够脱离明王朝管理体制.

四

元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曾经推行“土流并治”的原则,有意识地让一些少数民族首领担任此职,但



不是土司制度.明王朝是将宣慰、宣抚司纳入土职序列,对之实行特别管理,不但标志着土司制度

的确立,也创立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因俗而治已经不是简单的羁縻,而是以

实现最有效的管理为宗旨,所谓的土司制度,也不过是明王朝在特别地区实行的特别行政区划,进
行特别管理而已.

应该承认,明王朝的宣慰、宣抚司制度设计也存在缺陷.首先,宣慰、宣抚司归属与管理不统

一.“四川宣抚司三,一属户部、二属兵部”,云南七个宣慰司隶于户部,湖广的宣慰、宣抚司都隶于

兵部,贵州宣慰司隶于户部,“似此职掌分裂,当以守土管军民者与掌兵不同耶? 但自宣慰而下,既
为文臣,何以俱属都司钤辖? 又如云南之澜沧军民指挥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统浪蕖州文官耶?

此皆官制之紊当议者”[３]卷４«土司文职»,p９２６.因为是归属不同,除授与荫袭官吏,既有归吏部文选司,也有

归兵部武选司,更有允许各宣慰、宣抚司自行除授佐贰官者.为此没有统一规定,也难以统一处理,

相互推诿则更加剧管理上的混乱.

其次,恩威并济的理念也没有完全融入制度当中,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是恩、是威,不能够将

制度贯彻执行,却适得其反,往往促使矛盾的激化.明中后期相继爆发的播州之乱、永宁之乱等大

规模的土司叛乱,持续数年,明王朝耗费大量兵力才最终镇压,则可以显见制度的缺陷.当然,制度

的实现最终还是要通过人,在“人治”特点突出的君主专制政体中,人为地对制度的破坏,也不能够

忽略.

再次,明王朝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态度决定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明王朝一直

将少数民族当做“蛮夷”,缺乏彼此平等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种族歧视的态

度决定了明王朝对待少数民族治理的基本态度,就是对土司上层进行笼络,而置下层土民的生死于

不顾.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导致了土民下层对明王朝统治的不认同,甚至积累民怨,因而在各宣

慰、宣抚使发动叛变时,土民们能够一呼百应,不但增强反叛土司的实力,也使明军得不到当地民众

的支持.明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对策就是“我国家设列土官,以夷制夷,逆则动兵剿之,顺则

宜抚之”[２]卷９«云南百夷»,p３４８.这种抚驭对策是建立在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一旦军事实力对比出

现变化,无论是抚,还是驭,最终都失去了根本,这应该是制度设置的根本缺陷.统治者一直强调各

级官员都应该以教化为本,以移风易俗为长治久安之道,但忽略在土司地区推行教化,不能够使他

们产生对明王朝的认同感,应该是这种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失败之处.

此外,明王朝与宣慰、宣抚等土司之间在利益博弈中,没有保持很好的动态平衡.宣慰、宣抚等

土司制度应该是明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或酋长利益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博弈中,明王朝与各地土

司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明王朝需要依赖土司的治理土民,必要时征调土兵镇压叛乱,而各土司也

抓住了明王朝的这一需求加以挟持,“每一调发,旗牌之官,十余往反,而彼犹骜然不出,反挟此以肆

其贪求,纵其吞噬.我方有赖于彼,纵之而不敢问.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诞而无所

忌”[１３]卷１４«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显然,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明王朝往往会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妥协.明王朝

在恩威并济的前提下,实行抚驭政策,其本身也有失偏颇,“抚之而过在太宽,剿之而过在太严”[１４].

无论是太宽,还是太严,都不是抚驭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一种建立在强大实力慑服基础上的抚

驭,本身就容易走向偏失,再加上“人治”的作用,更容易走向极端.

还有,制度设计缺乏长远目标.明王朝最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职,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本来就缺乏长远目标,在以后推行的过程中,只考虑到“以夷制夷”,允许宣慰、宣抚司拥有土兵,这
就使构建在抚驭政策下的制度难以实行.宣慰、宣抚司等土司拥兵自重,抚则益骄,驭则益恨,以至

于抚和驭都不能够取得效果,反而会使矛盾激化,不得已走上以战争方式解决的道路.虽然通过战

争,明王朝得以实现改土归流,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王朝管理序列,但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所
带来的后遗症,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消除,甚至经过数代人也不能够消除.



最后,宣慰、宣抚司制度构建虽然声称“一视同仁”,却忽略了“一视同人”的理念.孔子曾说:
“仁者爱人”,而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王朝对待其他民族应该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爱,而爱

本身即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有爱而强加对方,也就谈不上爱,所以当其他民族的行为举止不符合统

治者的要求时,所谓的“仁”也就不复存在了.对待民族问题,更准确的态度应当是“一视同人”,既
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域,哪种生产方式,哪种风俗习惯,都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在满足生存权的

同时,关注发展权.只有这样,才能站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视角,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使各民族共

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平心而论,宣慰、宣抚司的设置,并不是明王朝进行多民族国家治理的良策.不能够说存在就

是合理的,但必须承认存在是必然的.一个没有构建在长治久安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固然是基于当

时社会基础,但制度应该考虑到长治久安,适应社会的发展.明王朝没有这样做,只有在矛盾激化

的时候,通过战争的手段以实现“改土归流”,却没有想到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就是逐渐增强少数民

族对明王朝的认同感,实现一视同人,在失去被歧视的心理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所有人都应该得到

的待遇,则是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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